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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之际道教的变化对文人创作的影响 
——以李白和苏轼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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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宋之际，道教的神仙思想和炼养方式发生的重大变化对文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李白和苏轼为例，分析了这种影响是怎样具体发生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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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唐宋之际，道教的神仙思想和炼养方式发生重

大变化。唐代以前的道教，各家各派皆相信仙界是

实有的，成仙是可能的。而这一观念五代以后开始

发生了逐渐的变化，神仙实有和神仙可成的思想发

生动摇，随之而来的是道教金丹思想向内丹学说转

化。唐代以前道士以外丹为仙道之极，而至北宋张

伯端《悟真篇》出现以后，道教修仙理论开始专主

内丹，斥外丹黄白为旁门左道
[1]
。 

道教在唐宋之际发生的这种变化，对当时的社

会思潮和士人的思想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对于

文人的创作也有着不小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怎样具

体发生作用的？本文拟以李白和苏轼为例，对这一

问题进行分析。 

李白与苏轼皆成长在有好道传统的蜀地。蜀地

自汉代以来就风行道教，唐宋时期更是达到顶峰。

宋真宗时，有“先是，道教之行，时函习尚，惟江

西、剑南人素重”
[2]
的记载。李白和苏轼自幼耳濡目

染，深受道教文化的熏陶，熟读道经，两人的坎坷

经历，又促使他们更主动地接触道学，结交道士。

这是两人的相同之处。具体到道教观念，两人却有

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又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明

显地体现出来。 

二 

李白和苏轼道教观念的不同，正是前文所提到

的唐宋之际神仙思想和炼养方式的转变。 

首先，两人的神仙观念不同。李白相信神仙真

实存在，并亲自寻访神仙。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

其时，道教受到唐玄宗的扶持，发展到鼎盛。在盛

唐的崇道热潮中，各种神仙精怪之说层出不穷，真

伪难辨。受这种社会风习的熏染，李白期望成仙并

漫游寻仙是不难理解的。他游遍天下名山，相信很

大程度上是出于访道求仙的愿望。李白自述“五岳

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遥寄卢侍

御虚舟》）。可惜他的寻仙之旅皆以失败告终。李

白在《赠嵩山焦炼师序》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当时传说嵩山有神人焦炼师，生于齐梁时，而年貌

可称五六十，胎息绝谷，居少室庐，游行若飞，倏

忽万里，入东海，登蓬莱，莫能测其往。李白对此

深信不疑，并与李颀访之不遇，作诗寄赠，遗憾之

余，深愿睹仙容。可见李白的寻仙意识有多么强烈。 

生活在北宋时期的苏轼，对于神仙的态度却截

然不同。苏轼有一次经过安乐山麓，听说这山上有

一种树，树上有叶，叶上有纹，乃道教的符图。传

说这是因为张道陵曾住过此山，所以才有这等异树

奇叶。苏轼对此传说作诗讥讽道：“天师化去知何

在，玉印相传共世珍；故国子孙今尚死，满山秋叶

岂能神？”
[3]
可见，苏轼不相信张道陵的神话和长生

不死的传说。苏辙也明确指出苏轼是不祈求成仙的：

“君颂黄庭内外篇，本欲说心不求仙”（《次韵子

瞻书黄庭内景卷后赠道士拱辰》）。可见苏轼阅读

道教经典《黄庭经》只是为了静心而不是为了成仙。

道教发展到宋代,宋人大部分不再相信轻举飞升、炼

丹成仙,坚信“我命在我”、“我命不由天”，开始

更多地关注自我生命。苏轼的神仙观念是符合这一

历史趋势的。 

其次，两人的道教炼养方式不同。我们先来看

道教经典《抱朴子·神仙传》中的一段话：“夫仙

道有升天蹑云者，有游行五岳者，有服食不死者，

有尸解而去者。凡修仙道，要在服药。药有上下，

仙有数品。不知房中之事及行气导引并神药者，亦

不能得仙。药之上者，有九转还丹、太乙金液，服

之皆立登天；其次有云母雄黄之属，虽不能乘云驾

龙，亦可役使鬼神，变化长生；其次草木诸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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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百病，补虚驻颜，断谷益气，但不能使人不死，

上可数百岁，下即全其所禀而已。不足久赖也。”

葛洪在这里说得明明白白，要想成仙，或长生不老，

就需要服“还丹、金液”和“云母雄黄之属”，普

通的“草木诸药”只能使人健康长寿而已。 

李白相信神仙实有并羡慕神仙幸福潇洒的生

活，所以他也迫切希望自己得道成仙。通过什么样

的方法实现呢？那就是服食“还丹、金液”和“云

母雄黄之属”，即外丹。李白是相信外丹的，并且

亲自修炼过外丹。李白关于炼丹的诗句有很多，如

“时命若不会，归应炼丹砂”（《早秋赠裴十七仲

堪》）；“闭剑琉璃匣，炼丹紫翠房”（《留别曹

南群官之江南》；“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骨”（《忆

秋浦桃花旧游，时窜夜郎》）；“当餐黄金药，去

为紫阳宾”（《荥阳别元丹之怀丘）；“愿随子明

去，炼火烧金丹”（《登敬亭山南望怀古赠窦主

簿》）……从这些诗句中，我们不难看出李白一直

期盼服药成仙的热切心情。晚年李白在避地安徽安

庆司空原时，甚至希望“倾家事金鼎。” 

苏轼既然不相信神仙实有，不追求成仙，那么

对于道教中所谓能助人成仙的外丹之道必然也持一

种怀疑的态度。虽然苏轼也服用丹砂和炼丹，但他

主要是为了养生而不是成仙，并且他的态度是比较

谨慎的。苏轼用历史的经验知道丹药有时会致人死

地，所以告诫他人不可乱用。“丞相知养内外丹久

矣……然只可自内养丹，且不可服外物也……戒之

戒之。”
[4]
苏轼服食较多的只是寻常药物所炼的药丸，

即葛洪所说的“草木诸药”。除此之外，苏轼更重视

内丹的修炼。有学者对苏轼的炼养之术进行了分析，

其中内丹修养占了绝大部分
[5]
。 “兴起于唐末的内

丹炼养热潮流入两宋，愈益波澜壮阔。尤从北宋神

宗朝起，内丹空前盛行，其学说趋于成熟，呈取代

内丹以外一切道教传统炼养之术。”
[6]
受此风气濡染，

苏轼提倡并践行道教内丹之道。苏轼说，“道术多方,

难得其要。然以某观之,唯能静心闭目以渐习之……

数为之,似觉有功。幸信此语。使真气运行体中,痒

痛安能近人也。”
[7]
苏轼的这番话颇符合张伯端“虚

静”之说
[8]
。 

由此可见，李白和苏轼的道教观念是很不相同

的。李白相信神仙实有，漫游求仙，期待成仙并积

极炼丹；而苏轼却不相信神仙的真实存在，对道教

的金石丹药持怀疑态度，更重视内丹修养。于此相

表里，两人在文学创作上也呈现出微妙的区别。李

白和苏轼的文风都以豪放、浪漫，想象恢弘而著称，

然而在两人看似相似的风格中，因两人的道教观念

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三 

李白的诗歌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天马行空的想

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相当多的作家作品都以想

象丰富而闻名，但李白的想象却因他与道教的结缘

而具有其特殊的特点。清人赵翼《瓯北诗话》（卷

一）中认为，李白诗歌之所以具有超迈飘逸、不可

捉摸的艺术风格，与其天生的仙姿妙质以及后天的

求仙学道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赵翼的评论很有见

地。当代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受李白的道教信仰影

响，李白在诗歌中表现出的想象力已经超出了一般

意义上的想象而带有一定程度的幻觉特征了。由于

李白强烈渴望成仙，“产生对神仙世界的幻觉，极

大地强化了他的‘谪仙’意识，由此形成了他在主

观意识上的自我仙化倾向；在思维方式上，则常常

将人间和仙境合二为一，实现了人间和仙境的自由

往来。因此，李白在诗歌创作时，思维往往能够随

时随地打破现实世界的界限飞入仙境，使其想象的

空间获得极大的突破与扩张，使一些原本容易写得

比较拘泥呆板的作品，也极具飞动飘逸之态。我们

不妨把李白的这种思维方式称之为‘幻觉思维’”
 [9]

。 

这种看法应该说是比较有道理的。我们在读李

白诗歌的时候，确实能感觉到，诗歌里恣意汪洋的

想象某种程度上真的带有幻觉的色彩。天宝元年四

月，李白漫游到泰山，作《登泰山》六首。在这六

首诗里，李白详细描写了自己与仙人的相逢。“山

际逢仙人，方瞳好容颜”，“缅彼鹤上仙，去无云

中迹”；“玉女四五人，飘摇下九垓”；“仙人激

碧峰，处处笙歌发”；“含笑引素手，遗我流霞杯”……

在这些诗句中，李白不但看到了仙人的容貌，骑坐

的坐骑，在云端中离去的飘忽姿态，还看到了仙人

向自己招手，并送给自己礼物，甚至还听到了仙宫

中的笙歌声，这明显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想象

而带有幻觉特征了。李白类似的诗句有很多，如《登

太白峰》中，诗人感觉到自己向仙境飞去，天上的

太白金星仿佛在跟自己说话，并为自己打开了通向

天界的大门。 

李白诗歌里带有幻觉色彩，自然也与他好饮酒

有关。唐朝嗜酒的诗人有很多，不过，饮酒最出名

的应该还是诗仙李白。他自己说，“三百六十日，

日日醉如泥”（《赠内》）。通过饮酒，李白宣泄、

消解了现实之悲，并在醉的幻觉中物我两忘，诗兴

大发。李白服食丹药，有可能会产生幻觉，其功效

似乎与饮酒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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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诗歌创作，奇思涌溢，天马行空，纵横

恣肆，其想象自由驰骋，不受任何事物约束，达到

了很高的境界，甚至带有一定的幻觉和迷狂色彩，

我们不能说这全来自道教的影响，但是李白的神仙

观念和其服食丹药的炼养方式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李

白的想象，有助于形成其飘然而来，忽然而去的浪

漫主义诗歌风格。 

苏轼的作品中，想象不可谓不丰富。苏轼的二

十五篇赋充分显示了他这一才情。苏轼的想象形式

多样，层次分明，尤其擅长由物及理，快速捕捉物

理间的关系。如《酒子赋》中对酒理的比喻。他用

君子的刚柔相济的品格比喻酒的甘而小苦的清醇，

用婴儿的拙朴比喻酒的生涩，用少女的青春比喻酒

的甘香等等。作者独取各种人内在的神韵，给出酒

味的真意，从而使读者由审美之门进入悟理之境
[10]

。
 

我们不难看出，苏轼作品中的想象有别于李白

的想象，更多地带有一种理性的节制，富于理趣。

苏轼是一代思想家，他的诗文追求理趣，自然跟他

思想家的身份有关，但这一突出特点也跟苏轼的道

教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葛兆光先生指出，初、

盛唐之后，士大夫们把向老庄复归的一派思潮作为

道教的“正宗”而加以追求
[11]

。苏轼的道教信仰及

炼养之道正是这一复归的例证。苏轼在道教信仰上

濡染道教借用的老庄思想，文学技巧和风格也深受

老庄影响，富于理趣即是其中重要的一点。老庄文

字以谈玄说理为旨归，又都善于借曲譬、隐喻、寓

言来发人妙悟，其突出特点就是借物明理。苏轼创

作也多借物明理。如《前赤壁赋》借水的流逝和月

的盈虚，来说明宇宙万物有变有不变的道理。又如

《超然台记》紧扣楼台的兴建来阐发游于物外则无

往而不乐的道家哲学，都是著名的例子
[12]

。
 

我们来看葛兆光先生的一段话：“老庄思想给中

国文学艺术带来的是一种偏于含蓄冲淡、自然悠远

的审美情趣，一种充分心灵化了的纯净、和谐、安

静的自然意象群，一种以对内心体验的‘表现’为

主的艺术思维方式”
[13]

；而道教“带给中国文学艺

术的，乃是一种追求绚丽神奇的审美情趣，一种色

彩缤纷、瑰伟怪诞的意象群，一种近乎沉浸于幻觉

之中的热烈想象力。”
[14]

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更好

地理解李白和苏轼在文学风格上的区别。由于唐宋

时期道教自身的重大变化以及李白和苏轼道教观念

的不同，道教带给李白的更多的是一种热烈与迷狂

的情绪，故而李白的诗作中具有一种“沉浸于幻觉

之中的热烈想象力”；苏轼受道教影响更多的是道教

借用的老庄思想，故而苏轼的诗文中体现出一种恬

淡的情感和富含哲理的色彩。 

四 

鲁迅先生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15]

。这句话

的内涵很丰富。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深刻影

响着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学也从道教中汲取

着营养。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作家跟道教结下

了不解之缘。李白和苏轼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

位作家。但是他们对于道教的态度和所承受的影响，

却是不尽相同的，因而他们的作品也就呈现出不同

的风貌。葛兆光先生曾说，“道教与文学的关系是一

个人们涉足较少的领域”
[16]

，如今近30年过去了，

越来越多的学者涉足进来，也取得了很丰厚的成果，

然而这片领域仍是一所富矿，值得我们继续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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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代的个人又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自己的

历史。人们既要继承以往的生产活动又要创造新的

活动，而这种继承和创造中能够一直延续并不断发

展的并不是这种生产活动，而是在这种生产活动中

形成的生产方式，正是这种生产方式制约着历史中

的人，及其他们的生产和社会关系。这种生产方式

是从人的历史的生产活动中来的，它承接了现实的

历史的人以及他们的具体的历史的活动，马克思的

这种规定既说明了人的现实的历史的存在，也规定

了人的生产活动不是个人的肉体存在。同时也解释

了生产活动的继承和延续，主要是其不断的生成和

创造。这样，马克思就把现实中的人，人的历史存

在，人的生产实践及其他的历史过程有逻辑的呈现

了出来。 

每一个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是在逻辑上规定该体

系的基本内容的东西，马克思哲学唯物史观也是如

此，他的整个历史观的第一个前提无疑就是有生命

的现实性的个体的存在，同时这个现实性的个体也

是其历史观的出发点，所有的社会和历史都是在这

一点上的铺开，这是区别于以往旧历史观的关键之

处。我们并由这个视角把握到了马克思哲学实践的

内涵，把握到了其面对现实生活，改造现实世界的

态度。因此，伴随着马克思哲学唯物史观中人的现

实性的剖析，我们真正洞察到的就是其不断改变现

实，改造人类自身，而最后实现其所说的人的全面

自由发展的理论，这也是马克思哲学的关于现实人

的最后目标和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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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ity of people i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f Marx’s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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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ality of people and people in the reality is the first precondition of the historical concept of Marx’s 
philosophy, which dates from the critics and heritage of Marx to the old Materialism and Mentalism. While people 
in the reality do not merely exist as a precondition but also as a historical existence to Marx, the reality of people 
exists in the productive practice of history which produces the reality of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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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were som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immortality thought and practice ways of taomism between 
Tang and Song dynasty which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reation of litera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s specifically by taking Li Bai and Su Shi as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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